
2018.04.20     11:33:11     7,113 words                                       CCC 7.4 2A CV - 刘开明 - 从富士康事件理解新生代工人 CN 7,113.doc 

1 

从富士康事件理解新生代工人 

刘开明博士 

 

 

    2010年的头五个月，中国最大的台资工厂，也是世界最大的代工企业——深圳富士康集团，连

续发生 13起工人自杀事件，其中 10人身亡。这是正值豆蔻年华的年轻人用生命来表达他们对企业

和社会的不满，乃至绝望。工人的抗议举世震惊，也揭露了隐藏在富士康这个“豪门”里面的血泪

和辛酸。在舆论聚焦下，“新生代工人”不仅被公众热议，也进入了决策层的视野。尽管见仁见

智，大家一致认识到：我们必须用新的眼光去理解、去关注这个群体。 

谁是“新生代工人”？ 

    所谓“新生代工人”是指出生于 1980年以后，从农村进入城镇打工的新一代工人， 其中 85％

以上来自贫穷的农村和小乡镇，1990 年以后出生的人约占 30％。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在 2009

年的农民工中，年龄在 16 至 30岁的占 61.1％，总数为 1.41 亿人,其中女性为 53.9％，男性 46.1％
1
。大约 60％的人第一份工作是在工厂里做打工，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业。如今，70％

以上的出口加工厂工人是 80后和 90后的“新生代”。 

以富士康为代表的电子代工工厂又是新生代工人密度最大的行业，其中 16岁到 30岁之间的员

工接近 1000万之众，占全行业就业人数的 85％左右。而电子制造业正是中国出口额最大、劳动生产

率最高的产业，以不足出口工业六分之一的劳动力，创造了中国大陆接近 40％的出口额。由于生产

的流水作业、分解式的简单操作工序，很容易掌握生产技能。像富士康、伟创力、台达、明基这样

大型的电子代工企业，喜欢从学校直接招募工人，所以很多职业技术学校就成为这些企业的培训基

地，这些工厂也成为新生代工人进城的第一站。 

新生代工人成为中国出口加工业的主力始于 2004年。当年，80后工人占出口加工业的工人总

数接近 50％。此后，这个群体在非农经济的就业市场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份量，并用他们的方式

来重新塑造中国产业工人的新样貌。 

新生代工人的不一样 

应该说，新生代工人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群体，内部的差异十分巨大，特别是 80后和 90后之

间也存在较大的代际差异，很难概括，但与第一代农民共相比，他们又有许多共同的特点，这些特

质不仅反映出中国劳动力资源的变化，也印记着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变迁。因此，相比

较 1985－1997 年间出来打工的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工人有着以下三个重大变化。 

第一、成长经验与第一代农民工有重大差异。他们生长于改革开放和计划生育的年代，由于多

数家庭已经解决了温饱的问题，所以在他们的生长过程中，没有挨饿的经验。不少人很小就跟随父

母外出在城镇读书生活，也有不少人是父母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缺乏与父母的交流，以及家庭和

社会的关爱，许多人从小养成以自我为中心、独立好强且敏感脆弱的性格。当他们开始上学的时

候，中国社会日渐开放，物质生活不断丰富，而且电视日益普及，日新月异的外部世界直接塑造着

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使他们对外部世界，以及对自己的未来有着与父兄辈完全不同的构

想，张扬个性、追求时尚是时代赋予他们的风格。当他们离开学校，进入工厂和城市的时

候，中国大陆进入了信息时代，手机普及、互联网流行，90％以上的人都有手机，超过 50％的新生

代工人有 QQ、 MSN 或 Skype 等新兴的廉价即时网络通讯工具。这些技术极大地开阔了他们与不同人

                                                        

1 《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态调查：他们为何而跳》，2010 年 5 月 30 日第一财经日报网络版。

http://news.southcn.com/c/2010-05/30/content_123768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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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沟通渠道，扩大了他们的交友圈和信息来源，敏感、好学、崇尚自我是互联网时代在他们身上

打下的印记。这是 60年代与 70年代生长的第一代农民工所不具备的时代特征，深深地影响着新生

代工人的性格、思想、感情、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使他们更具有自主意识、更追求时尚潮流、对外

部世界及新鲜事物更好奇、对自己的未来有更多的憧憬与梦想。 

第二、 工作和生活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在 1992 年以前，中国社会仍然处于物资相对匮

乏、民众普遍贫困、工资普遍偏低、就业机会稀缺的年代，第一代农民工虽然面临劳动条件恶劣，

缺乏法律保障等问题，但比较农业生产的劳动强度和经济收益，他们打工的收入符合他们的期待，

即使比较城镇其他就业群体，他们的收入也不低。例如，当时内地大学教授的月工资在 200到 500

元之间，政府公务员的月工资也多在 500元之下，但当时深圳、东莞的农民工月工资多在 200 元之

上，加上加班工资，总收入多在 500 元之上。因此，在低物价的时代，农民工是“高收入”的群

体。从 1992年到 1997年，虽然体制内的就业群体工资增长迅速，农民工工资与其他就业群体的收

入差距急剧扩大，但各地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分流，就业岗位仍然稀缺，同时出口企业竞争压力小，

订单充足，只要愿意加班就能挣到钱，很多出口加工厂的农民工每月总收入达到 1000元以上。1998

年以后，由于亚洲金融风暴的打击，以及大量内资企业加入出口订单生产行列，国际市场竞争骤然

加大，企业经营压力增高，工作条件改善缓慢，工资停滞不前。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在 1992年以后

开始起飞，并在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政府、企业主和其他

专业人士从经济起飞中，获得大量经济利益，形成了大批新富和新贵群体。这些信息经由各种传媒

不断传播渲染，凸显了工人收入增长的缓慢和生活境况的恶劣。在这样的环境里，新生代工人陆续

进入社会，开始职业生涯，理想与现实产生强烈差距，自我实现的空间受到严重压制，他们的权益

意识却不断觉醒，被剥削感也日益强化，从而形成了他们的反抗精神。 

第三、 外出打工的目的趋向多元和自利。在 1997 年之前，绝大多数农民工外出打工的目标十

分简单，就是要挣钱，要摆脱贫穷的困境。建房子、娶媳妇、送孩子读书，是他们外出打工的直接

动力，利他的经济理性超过利己的理想追求，他们愿意用自己的血汗，换来家庭、孩子、父母的幸

福。但是，当新生代工人出来打工的时候，家里的房子已经建好，学费不用他们操心，还没有娶妻

生子，经济压力并不大，家庭对他们也没有具体的要求。所以，新生代工人外出打工的目的日趋多

元化，也日趋自利化。 很多人虽然没有明确的人生和职业目标，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追求，就是通

过外出打工，增长见识，寻找发展机会，摆脱贫穷命运。也就是说，他们是为了自己的未来，而不

是家庭的责任，到城市去奋斗。 

    上述三大变化，导致这个群体具有更强的独立性、自主性、功利性、叛逆性，他们也更懂得如

何利用现代技术，以及如何动员社会资源去达成自己的目标和理想，也更知道如何运用法律的武器

去捍卫自己的权益。 

新生代工人的困境是什么？ 

但是，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面临的社会和经济环境却是日渐残酷。新生代工人面临着三

大困境： 

第一、 无法摆脱贫穷是新生代工人的最大困境 

过去二十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并没有带来工人工资的相应增长。1992-2008 年的十七年间,

中国经济的火车头——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主要城市—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广 州、深

圳、东莞等城镇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增速为15.71%,而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增长却十分缓慢,很多城

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多年不涨,这就导致最低工资标准与当地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差距越来越大。

例如,“长三角”的上海从1993 年44.59%下降到2008年29.16%,南京从1994年的43.37%下降到2008年

的23.38%,苏州从1995年的36.27%下降到2008年的28.27%,杭州从1995年的38.59%下降到2008年

28.67%,宁波从1995年的36.8%下降到2008年的28.47%;而“珠三角”城市的降幅更大,广州从1994年

的44.51%下降到2008年的22.71%(其中2004年为17.53%),深圳从1992年的49.6%下降到2008年的

27.61%(其中2003年仅为18.03%),东莞从1994年的50.22%下降到2008年的23.28%。我们的调查发

现,90%以上的企业以最低工资标准为上限设定工资水平,所以最低工资标准的增长乏力反映出外来工

工资的“向下竞争”的严酷现实。 

笔者于2008至2009年调查了珠江三角洲和 长江三角洲的210家出口加工厂，涉及员工87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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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中女工58102人、男工29167人，81%为外来工，另外15%为本地农民工，4%为城镇户籍居

民，发现这些企业的工人月均工资为1145.55 元,其中“长三角”地区为1196.39 元、“珠三角”地

区为1094.71元。大约有23.5%的工人工资水平无法达到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虽然多数工人的工资

水平略高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这是因为其中包括了工人加班时间的收入。工人的平均工作时间

为每天10.67小时、每周 66.41小时/6.62 天、每月加班120.49小时,每月仅休息2.19天。只有28家

工厂按照中国法律规定支付加班费,而另外的172家工厂没有加班费或加班费无法达到中国劳动法 规

定的标准。所有工厂的外来女工没有法定的带薪产假,其中99%的女工在怀孕七个月之内辞职返乡生

产。而在“长三角”内部,工资水平也不均衡,上海达1235元、浙江有 1206.98元,江苏仅1147.18元;

各个城市之间的差距就更大一些,“珠三角”地区工资最高是深圳的1247.06元,最低是东莞的971.43 

元，“长三角”地区工资最高的是江苏南通的1266.67元和浙江的嘉兴1247.66元,最低的是南京的

1065元。而按工作时间和工资比率来计算,“长三角”地区是无锡的工资水平最低,其平均月工资为

1178.57元,有 46.43%的工人工资无法达到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960元),平均每天工作11.29小时、

每周工作6.86天(70.64小时)、每月加班128.21小时、每月仅休息1.36天。 

    不论是低技术的中小型服装、玩具、制鞋、五金工厂，还是相对高技术的大型电子、机械设备

制造企业，绝大多数雇佣新生代工人的企业，工人的薪资水平都差不多，而且工资增涨幅度远远跟

不上物价的增长幅度。根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调查：“富士康一名员工2006年2月的工资条显

示，当时底薪只有400元，平日加班27小时，报酬135元，周六周日加班58小时，报酬375元，节假日

加班18.5小时，报酬185元；加上各类津贴，实发1338元”。同一工人在2009年8月的工资条显示，

“标准薪资900元，平时加班41.5小时，报酬322元，周六周日加班49.5小时，报酬512元，实发1661

元。从2006年到2009年，富士康员工底薪上涨了500元，但实发薪资只涨了300元。值得注意的实

2006年2月为28天，2009年8月为31天，日均工资仅增5.8元，按30天计算，每月仅涨15.4元。”
2
 

每天从互联网和电视传播的消息，是有钱人越来越多，成功的标志就是有豪宅、开好车；同

时，市场里的物价越来越高。但是，他们的工资却始终不见增长，虽然努力工作，但一年的收入买

不起深圳一平方米的住房。残酷的现实把他们的梦想击得粉碎。 

第二、无法融入城市是新生代工人的第二大困境 

在1992年以后，中国的市场化转型使国有部门之外的资本、劳动力、生产资料实现了一定程度

的市场配置；但在公民政治权利、政府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涉及公民基本权利和社会公共治理的

领域仍保留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排斥系统。虽然绝大多数新

生代工人已经无法返回农村和农业，但他们依旧保留着“农民”的社会身份，决定了他们虽向往城

市，并在城市生活和工作，却无法融入城市。尽管他们以移民为目的，但所有的声音都告诉他们，

他们属于农村，要回到农村。政治权利、公民权利的悬空，导致他们没有力量（Power)去维护他们

的基本权利（Rights)；而政府公共服务资源把他们排斥在外，则令其难以有能力向上提升；缺乏社

会保障又让他们对未来充满了恐怖和不安。因此，制度性的歧视隔断了他们融入城市的努力，也打

破了他们向上发展的希望。 

第三、没有发展空间是新生代工人的第三大困境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更高，其中73.5％的人具有初中学历，13.1％

的人具有高中／技校学历，另有0.5％的人具有大专学历，小学学历和文盲的人仅为12.9％3。日益凋

敝的农村不能给新生代青年提供发展机会，而脆弱的农村教育又难以培养农村孩子强大的人力资

本。他们的心气虽然不低，但绝大多数的人只能在低技术、低工资、低福利、高强度、高密度的加

工制造业获得就业机会。其中进入富士康等电子企业的工人多数具有高中／技校甚至大专学历，是

新生代工人中最优秀的精英群体。根据我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调查，很多电子企业有严厉

的管理制度、高效的生产率，以及精细的分工和程序化的操作流程。当工人站在这些流水线上，就

会异化为一部庞大赚钱机器的一颗小零件。例如，富士康要求它的工人每天连续工作12小时，日复

一日地重复简单乏味、快速、高强度且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机械动作。他们的劳动成就了富士康这

样的世界级大企业，他们的血汗供养出郭台铭这样的超级富豪。他们付出了汗水、失去了青春，但

是如果没有每月100多小时的加班，他们所获得的收入，仅够每天吃三顿方便面，所以他们必须“被

自愿”加班。机器的异化不仅消磨他们的青春，也消磨了他们的智慧、感情和思想，他们发现自己

                                                        

2 卢肖红：《富士康工资条的秘密：6 年 5 涨薪却无明显变化》，《第一财经日报》2010 年 6 月 18 日。 
3 丁志宏：《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分析》，《兰州学刊》2009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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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麻木，看不到未来，更看不到希望。所以，在短短五个月里，12名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绝然纵

身跳下。 

 

谁能拯救新生代工人？ 

    最优秀的新一代产业工人，在最大、最先进的电子代工企业里面，却选择了以自杀这种极端方

式来表达他们的困境。谁能拯救新生代工人？富士康？政府？社会？家庭？还是他们自己？ 

    富士康靠得了吗？在这一系列悲剧发生之后，富士康始终不承认自己的责任，郭台铭更是高调

否认血汗工厂的指责。但是，工人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知道，正是他们的血汗使郭台铭从一个普

通商人变成台湾最大富豪，让富士康从 200 多员工的小厂发展成 80多万人的大企业。1995年 1月生

效的中国劳动法规定，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 8小时，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 40 小时，每天延长工作不

能超过 1小时，特殊情况下延长工作时间不得超过 3小时，每月加班总时间不得超过 36小时。但是

长久以来，富士康把正班工资压得极低，并通过灵活计件工资的办法降低工人加班工资，迫使工人

只能通过加班来获得微薄收入。工人每天工作 12小时，每月加班 120 到 150 小时。连续自杀事件发

生后，表面上富士康做了一些工作，但他们是请和尚而不是问工人如何来解决问题，这样的企业如

何能指望它关心工人死活？ 

    政府靠得住吗？自杀事件发生以后，政府所做的大量工作都是帮富士康掩盖问题，当工人和记

者不断揭露富士康存在系列严重问题的时候，我们看不到政府对富士康的惩罚，公众也无法从政府

那里得到满意的解决方案。实际上，新生代工人所面临的三大困境，源头均来自政府。如果政府不

能立即改革现行歧视性的社会排斥制度，促进新生代工人融入城市，支持他们在非农业部门的职业

发展，工人就始终没有力量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始终无法保障他们的基本权利。 

    社会靠得住吗？高密度的系列自杀事件虽然引起了舆论的密集报道和社会的高度关注。但有谁

想过，如何去切实解决他们的问题？我知道，深圳组织了数十家社会工作机构到富士康去做心理辅

导。难道工人的问题仅仅是心理问题吗？这些进入富士康的社会工作者是否有足够的经验去理解工

人，是否有心去认识工人？这些都是值得疑问的。 

    家庭在哪里？家庭是人的生活、情感的庇护所。在富士康方圆 4平方公里的厂区内，聚集着 40

多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但是，这里 90％以上的人与家庭成员分离，即使兄弟姐妹同

在一厂，也难以相聚。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把无数的家庭撕成一个个碎片。由于户籍制度的阻碍

和农村土地改革的不到位，农村居民难以实现从农村向城市的完整移民，而且由于政府没有提供面

向外来工的廉租房，加上城市房价高昂，让农民工在城市安家的梦想难以实现。很多新生代工人从

小是留守儿童，长大了又不能跟父母生活在一起，完全得不到来自家庭的关心和支持。 

    在这样的实现困境里，很多人最后只能靠自己。但是他们还很小，很多人的心智还没有成熟，

就要他们独自去承受如此重担，这是很残酷的。 

所以，我认为政府应该承担最大的责任，社会可以扮演最重要的角色，企业可以提供最多的机

会，家庭可以给予最关键的支持，共同帮助新生代工人现实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共同促进他们向

上发展，鼓励他们用劳动、知识和智慧去开创他们的美好人生，创造中国的美好未来。 

要达到此目标，第一步就是彻底废除基于社会排斥而建立的户籍制度，以及这个制度所包含的

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公民权利、政治权利上的不平等，给每个公民以平等的国民待遇,使公民实现

在国境内自由迁徙和居住的权利，使外来工真正实现从农村到城市，从农民到市民的彻底转换，才

能消除外来工权益保护中的制度性障碍。同时，改革现行的社会保险制度，使之真正成为覆盖全

民，并为农民工生老病死提供基础保障的安全网。 

教育是提升人力资本和消灭贫穷的最重要手段。我们的研究发现，95%以上的新生代工人不具备

农业生产技能,也不适应农村生活形态,因此一厢情愿地设想他们打工几年就返回家乡或从事农业劳

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估计，未来十年将有超过 3亿农村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这是中国工

业化和城市化的必然结果。然而,农民工市民化 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不仅包括生产技能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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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也包括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全面转化,以适应工业社会和城市生活的职业转移,使之成为新兴城

市居民。但由于农村基础教育薄弱,而且基础教育难以与城市职业发展的需要相匹配。新生代工人的

同质性非常高:出身农村、年纪青、单身、教育程度低、缺乏职业训练、没有专业技能,而且高度集

中于低技术、低工资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这种人力资源是不足以支撑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

级的,也不利于蓝领工人的中产化发展方向。所以政府和企业必须把新生代工人的教育培训看作是国

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加大对其人力资本的投资,使其不断增值、不断发展。 

另外，就是要加强工会代表工人和保护工人的基本维权功能，赋予新生代工人的集体力量，提

升他们在工作场所和劳动力市场的议价能力。而且，要鼓励民间公益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支持新生

代工人。 

虽然在 2003 年以后,中央政府对农民工问题逐步重视,并推出了一系列解决农民工权益受侵害问

题的措施。然而,由于缺乏民间力量的参与,中央政策往往难以落实到基层。各地方政府和既得利益

集团以各种手段消解和阻挠中央政策的实施,是当前农民工困境无法破解的根本原因之一。因此,引

入工人自治和民间组织这些力量不仅可以推动中央政策落到实处,也为解决庞大而复杂的农民工问题

增加资源和智慧的重要途径。实际上,农民工的问题最早就是由学术界和新闻媒体发现,并在民间力

量的积极推动下形成社会共识的。非政府组织、律师界、学术界、新闻界在农民工的维权、教育及

权利倡导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先锋探索作用。我们应当把政府资源与民间的力量结合起来,形成一个

有力的社会支持网络,为农民工的生存与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保障他们的合法权利，促进他们向上

流动。 

(作者简介：刘开明博士，1965年出生于广西柳州一个农民家庭，199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

2001 年 3月创办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一个致力于劳工权利和社会公正的民间非牟利机构。曾

经担任大学教师和报社编辑、记者) 

 

 

 

 

 


